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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习近平给福建企业家回信：改革创新

那些惊动中南海的企业家

本报记者 钟文

吴英案曾轰动全国，也曾引起了国

家领导人的关注。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 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北京回答记者关于浙江“吴

英案”问题时表示，这件事情反映了民

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还不适应。 他表示，吴英案这件事

情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

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

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第二，

对于案件的处理，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

是。 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

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

适应。

随着总理的关注，喧嚣的吴英案终

于画上了句号。2012年 5月 21日，原浙

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

英，因集资诈骗罪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14年 7

月 11日， 浙江省人民法院判定吴英无

期徒刑。

事实上， 民间金融在我国由来已

久，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以金融改革前的温州为例，

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

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 30%—

4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

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

的研究报告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

占全社会金融市场份额的 20%。在上世

纪 90年代中期， 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

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

银行借贷。

随着总理关注吴英案，金融改革加

速推进。2012年 3月 28日，温州金融改

革试验区获得批准。民间金融终于迈向

了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的重要一步。

2014年，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等 5

家民营银行获批， 截至记者发稿时，5

家民营银行都已经获得试营业。

企业家是社会稀缺资源，他们的

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 而他们一旦与

中南海产生“化学反应”，其释放的意

义就更加深远。

今年 3 月份， 桔子酒店 CEO 吴

海的《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公开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不仅

如此，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

国务委员都作出了批示。 吴海还被邀

请到中南海诉说委屈与建议。

事实上，中南海与企业家的互动

从未停止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梳

理中发现，每一次的互动背后，都释

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对企业的发展

以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1984 年， 福建 55 位厂长经理呼

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 年后的 2014

年 5 月 18日， 曹德旺等 30 位福建企

业家以《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题，联

名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建言加快

企业改革发展。 7月 8日，他们收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

“30 年前，福建 55 位企业负责人大胆

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

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

制改革的一段佳话， 我对此印象犹

深。 ”他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家继续发

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

劲，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

挥更大作用。

1984 年 3 月 24 日，《福建日报》

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

给我们“松绑”》为题，在一版头条全

文公布呼吁信，并配发了导语———在

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

大会的 55 名厂长、经理，3 月 22 日写

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

们‘松绑’”。 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

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

前进了的感觉。

事实上，对于改革创新，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 早在 2014

年 11 月北京 APEC 会议期间， 习近

平总书记在演讲时说，中国改革已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个

时候就要一鼓作气。 畏葸不前不仅不

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去年 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

谈到改革时表示， 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

的、 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

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 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

子要稳。 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

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

头，敢于涉险滩。 步子要稳，就是方向

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

能犯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的回信，

意义深远。 它深刻阐述了党中央继续

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战略部

署， 凸显出党中央对改革的魄力、信

心、决心和勇气。

谈到改革， 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老

人，他就是中国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

小平。

邓小平曾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

子的创始人年广久。此举不仅改变了年

广久的生活，深层的意义是改变了中国

千千万万的个体经营者、 企业家的命

运， 让中国走向了长达 30多年的改革

开放之路，并且将继续走下去。

年广久卖瓜子起家，老芜湖人都知

道，很多年前，芜湖的老剧院门口经常

能见到他卖瓜子的身影。随着生意越做

越大，改革开放之初，年广久开始雇佣

无业青年帮工，并迅速成为百万富翁。

有媒体报道， 阴雨连绵的时候，他

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 太阳一出

来， 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

来，一张张晾晒。 傻子的高调引起周围

人的侧目，在那个清贫的年代，人们不

患寡而患不均。 于是，“资本家”、“剥削

分子”的帽子越扣越牢。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刚刚打开

国门的中国来说，雇佣工人确实还是一

个明感话题。

1980年， 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

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

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表示要

“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

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1984年，邓小

平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又说，“让‘傻子

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

义吗？ ”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

再一次把“傻子瓜子”提到事关改革全

局的高度， 再次论述了“傻子瓜子”问

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

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

了 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

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像这

一类问题还有不少， 如果处理不当，就

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

局。 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

长期稳定。 ”

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春天

的故事也由此拉开了帷幕。而邓小平当

年的“放一放”、“看一看”，让中国的经

济保持了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

总量正式攀升到世界第二。

今年三月份，吴海在网上发表了

写给总理的 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

多年，我太憋屈了！ 》，痛陈中小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遭受的来自基层政府

部门的种种不公正待遇。 这封信“惊

动”了三位国务院领导：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

员杨晶均作出批示。

5 月 14 日，在吴海发出致克强总

理公开信后的第 54 天， 国务院办公

厅信息公开办公室、 中国政府网、公

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卫生部等

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北京市相

关负责人， 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吴

海作了发言，并再次提出多项建议。

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工作的

重中之重。

5 月 12 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两年多

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

政审批事项 537 项，本届政府承诺减

少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

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 76%，境

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

取消。

在放权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 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做好“接、放、管”

工作。 有些省份进展较快，行政审批

事项取消和下放比例超过一半，最高

的达 70%，有的省级非行政许可已全

面取消。

李克强总理表示，下一步将再砍

掉一批审批事项，切实降低就业创业

创新门槛； 再砍掉一批审批中介事

项，切实拆除“旋转门”、“玻璃门”； 再

砍掉一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切

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再砍掉一批

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切实清

除创业创新路障；再砍掉一批不合法

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

和群众负担。

最近，“大嘴”任志强在他的个人

自传《野心优雅》的一个章节披露了

自己辞职一事曾引起国务院总理朱

镕

基的关注和批示。

1999 年任志强辞去华远总经理，

专任董事长一职时，媒体以“年薪 700

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为标题进行了

报道。 任志强在书中也表示，知道有

这样一个批示但具体内容不清楚。 他

说“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

重视的大事吧”。 任志强还表示，当时

关于他辞职一事连续一个多星期几

乎没有消停，前前后后都是有关他辞

职的各种猜测，“也许更多人不是关

注华远公司的发展，而是关注我曾领

取 700万元的年薪”。

实际上，朱

镕

基一直很关注企业

家群体。 如果说朱

镕

基关注任志强，

还不如说朱

镕

基关注的是国企改革。

作为我国国企改革的主导者，朱

镕

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他任

总理期间，提出了三年国企脱困的目

标，抓大放小，小型国企该卖的就卖，

只保留大型国企。 同时为了形成竞

争，拆分具有企业职能的部委，一手

缔造了南车北车、联通电信等今天耳

熟能详的中央企业。在经历了 4000万

国企员工的下岗潮之后，最终保留了

191家中央大型国有企业。

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并主导国企

改革，在经历自愿重组、国资委主导、

“成熟一家重组一家”三个阶段后，目

前中央大型企业已缩减至目前的 112

家。

当前，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号角再

次吹响。 公开资料显示，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及 6 个专项小组成

立后，“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随即成立，国资委主任张毅任组

长，副主任张喜武任副组长。

邓小平三次提及年广久：改革开放

李克强批示桔子酒店：行政改革

朱 基关注任志强辞职：国企改革

温家宝关注吴英案：金融改革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桔子酒店 CEO 吴海因这样一

封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 5月 14日，公安部、国税总局、工商总局、卫

生部等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 吴海作为特殊来

宾，坐在了主持人的旁边。

北京金百瑞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也在此次研讨会被邀请

之列。 蔡晓鹏曾在 2014年 10月 15日中纪委和全国工商联召集的民

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做出“国缺廉吏，鼠辈猖獗”的发言。 5 月 28 日，蔡

晓鹏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企业家“喊话”会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报》：你和吴海的发言都得到了最高层的关注。

蔡晓鹏： 无论是吴海的公开信还是我的发言都得到了最高层批

示，吴海的公开信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而我之前的发言成稿后

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批示。这说明高层愿意倾听一线企业的声音，对

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都是好消息。

《中国企业报》：就你来看，为什么会有企业家选择这种形式来公

开诉说不公正遭遇？ 今后这样的企业家会不会越来越多？

蔡晓鹏：企业和企业家的眼光都会放在如何发展上，而不会盯住

相关主管部门， 更不会在受到骚扰的时候有意收集材料以图秋后算

账。

企业向高层反映问题一般都是无奈之举， 这说明在政商关系当

中企业和相关主管部门之间还缺乏有效合理的沟通渠道和方式，企

业和企业家没有办法了才会直接向最高层喊话。 在高层关注之后，很

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喊话”形式来反映问题

的企业家可能会越来越多。

红顶商会被处理，部分财物已退回

《中国企业报》：你做出“国缺廉吏，鼠辈猖獗”的发言已经超过半

年，在这段时间内，相关部门有什么动作？

蔡晓鹏：这期间基本可以归纳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我发言后的 2014 年 10 月到今年 3 月吴海公开信

发表之前，这期间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对我反映的问题开始进行

调查，但这些事情在春节过后冷了下来，好像并不是那么积极了。

第二阶段是吴海的公开信发表之后，这个阶段的效果比较明显。

5 月初北京市召开了会议， 市长王安顺责成纪委调查我所反映的问

题，要求 10 天内拿出调查初稿。 5 月 14 日，中南海又开了会。 在这样

的背景下相关部门的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可谓雷厉风行。 我听公

司的工作人员说，经过调查已经处理了一家“红顶商会”，一些以前骚

扰过我们的部门和人员开始退回一些财物，大概价值几万元。

第三个阶段将从 6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 北京市将重点查处

“骚扰”与“难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

企业从生到死政府都要管

《中国企业报》：行政管控对企业的束缚主要有哪些体现？

蔡晓鹏：行政主管部门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生存

权的审批、发展权的控制和合法权益的侵占三个方面。

生存权主要体现在企业设立方面， 主管部门不是以企业是否能

适应市场为标准， 而是企业是否遵守了它的规定。 我的企业主营食

品，当时生产线已经建好，等相关部门检查通过后才能完成设立程序

正式运营。检查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以我们配备的指甲钳和指

甲刷数量不够为由不让通过验收，让我们三年后再来。这样的行为可

谓任性十足。

对于企业发展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手伸得太长， 管了他们不该

管的事情，甚至从生到死都要管。

而侵占企业合法权益的事情就更多了， 我和吴海反映了很多类

似的情况。

《中国企业报》：如果取消政府监管会不会走向另外的极端？

蔡晓鹏：当然不是说完全取消监管。 一些国外成熟经验表明，可

以发挥中介机构和专业协会的力量，在市场上随时抽查，发现有问题

就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程序完善的审判来决定是否惩处企业，建立

信用档案。 同时引入企业自治，让企业之间互相监督，让企业选出的

机构监督，这样更加完善和高效，更能保障公众利益和市场发展。

“急症治标缓症治本”

《中国企业报》：你是否担心你所反映的问题过一段时间会反弹？

蔡晓鹏：从目前召开会议的规格和相关部门的反应来看，中央真

正重视了一线企业所反映的问题， 中央的重视使得以前骚扰企业和

企业家的现象有所收敛，而且在近期内他们也不会再来。 以我的企业

为例，至少近期没有再遇到被骚扰和为难的现象。

《中国企业报》：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的改革重点在哪

里？

蔡晓鹏：缓冲政企矛盾，可以按照“急症治标缓症治本”的中医原

理，当务之急要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行政任性，牟利性管控、政出多门。 要尽快清理陈

规，消化现有不合理规定同时加大立法管控，严控新增不合理法规。

第二个难题是对于企业的管理人治多于法治。 很多情况是不单

人治，同时是小吏就能决定很多企业命运，要向依法而不是依官员自

由裁量权的程序正义转型。

第三个难题是权力缺少制衡及监控制度的缺失。 应在法律上赋

予企业应有的参与立法权和执法监督权， 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被

侵犯时应有多渠道纠正。

独家专访蔡晓鹏———

敢于向政府“喊话”

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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